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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企业研发中心在城市内部的 

时空演化及机制分析 

——以上海为例 

胡璇
1，2

 杜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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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华东师范大学 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中国上海 200062； 

2.华东师范大学 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中国上海 200062） 

【摘 要】：随着研发国际化的不断深化,外资企业研发中心日益成为部分城市的创新主体,其空间分布对城市内

部创新格局的影响加剧。以典型城市上海为例,基于 1987—2016 年在沪外资研发中心企业数据,运用核密度估计方

法、修正后的 EG指数等方法刻画外资企业研发活动的时空演变格局;并构建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外资企业研发活动

区位选择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①从时间演化角度看,外资企业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的速度呈现出“非线性,不平

稳”的波动态势,发展阶段可分为:1987—1993 年为试探进入期、1994—2007 年为快速集聚期、2008—2016 年为下

滑调整期;②从空间演化角度看,在沪外资企业的研发中心呈现出高度的空间集聚现象,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外围及

近郊部分地区,张江和漕河泾集聚区发育最为成熟;③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发现,制度因素和集聚效应是外资企业研发

中心区位选择的重要考虑因素,一般区位的影响作用在下降,本土创新机构中仅有重点高校对研发中心的布局具有

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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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研发活动国际化是当今科技全球化的核心载体,促进了创新资源在全球的有效配置。近年来,随着研发国际化的速

度和深度不断加大,世界进入创新要素流动性显著增加的开放创新时代;加之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首的技术变革,以及优质人力

资源在全球范围分布不均,共同加剧了各国对创新资源的抢夺和竞争
[1]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较快的一些国家如中国、印度等

作为跨国公司全球研发布局的热点地区,在参与全球科技创新竞争的同时,也寄希望于借助研发国际化带来的知识溢出促进本国

的创新发展
[2,3]

。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外资研发投入通过其在城市的内部产业布局深刻地改变了城市内部创新资源的空间配置格局,

并对城市内部的创新生态系统产生一定影响。 

在研发国际化的不同阶段,有关外资企业研发区位的研究焦点也略有不同。早期,研发全球化只是少数跨国公司的行为,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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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关注这些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活动的区位选择特征,例如Lall[4]利用美国统计局数据分析不同行业的跨国公司在海外研发的区

位倾向。这一阶段的理论依据大多基于比较优势理论、产品周期生命理论等国际投资理论,将跨国公司海外研发区位选择视为跨

国投资的高级形式
[5,6]

。随着研发国际化范围扩大,相关研究也扩展至全球视野,考察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区位模式,并从研发企

业内部架构和外部因素两个角度分析海外研发实验室选址的因素[7]。进入 21 世纪,研发活动并非平均分布在世界各国,而是具有

明显的空间分异现象成为国内外学者的共识,创新资源分布不均导致研发活动呈现出钉子状、高度集聚于少数国家或地区等[8]。

Dicken 在实证研究中识别出了分布在美国南加州、波士顿、德国慕尼黑、斯图加特、法国蒙彼利埃、日本东京、中国台湾新竹

等地的创新技术极[11]。对于这种高度集聚现象,一些学者从传统区位论的角度加以解释,认为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人力资源、基

础设施是外资企业研发活动选址的考虑因素[12]。Holmes 等通过对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的美国跨国公司 15 年的样本研究,发现除了

传统的区位优势,诸如专利保护制度较差等区位劣势对跨国公司的选址也会产生影响[14]。近年来,有学者开始引用新经济地理学

的相关理论考察外资研发中心的区位选择机制,盛垒论证了贸易成本、技术溢出以及一些集聚变量对于外资在华研发活动空间集

聚的正面影响[15]。Siedschlag等研究在欧洲的外资研发活动表明,海外研发活动在欧洲的选址主要受到集聚经济、创新水平以及

税收等政策的作用[16]。 

综上,现有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1)研究尺度:以往研究多从国家或是区域的宏观角度加以分析,而外资企业研发活动在城

市内部区位选择的研究稍显薄弱;(2)研究内容:大多数研究外资企业研发分布缺乏对不同产业集聚程度的精准刻画,同时外资企

业研发活动与本土创新要素的互动研究也少有涉及。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上海,发展过程深受外资企业影响。据统计,截至2017年,上海市共拥有416 家外资企业研发中心,数量

居全国首位。其中,全市投资 1000 万美元以上的外资研发中心有 120 家,研发人员超过 4 万人,为上海集聚了大量的创新资本、

创新人才。上海 2016 年全年的研发经费中,外资企业占比约为50%。可以看出外资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在上海本土创新系统中正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不少学者批评上海与其他城市相比过于依赖跨国公司,丧失了本土研发自主性,出现创新资源严重

错配的现象[17]。因此,本文以上海市 1987—2016年设立的外资企业研发中心为样本,试图回答以下两大问题:第一,外资企业的研

发活动在上海呈现出怎样的空间分布格局,这种分布具有怎么样的特征和演变规律?第二,是什么因素推动了外资企业研发活动

的选址,不同产业的外资企业在选择研发活动区位时是否有偏好?通过解决以上问题,刻画外资企业研发活动在上海时空演化特

点及空间分布机制,有助于掌握外资研发企业在城市内部的区位选择特点、动态变化规律及与本土创新生态系统的互动关系。在

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大背景下,研究外资企业在城市内部的研发布局与创新资源在空间上的相互作

用关系,可以为新时期上海引进和集聚全球顶级创新资源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方向。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外资企业研发中心数据来源于 2017 年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发布的《2017 年外资研发企业研发中心名录》,并根据报告中的企

业名称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查询到企业研发中心注册地、所属行业、成立时间等特征数据。在数据可视化的过

程中,使用到上海市地图,并引入上海高校、科研院所、研发企业、国家级和市级开发区作为参考数据。其中,基于数据的可获得

性,收集了来自世界研发 1000 强企业中上海企业,上海民营企业 100 强以及上海科创板上市企业的信息作为上海市研发水平较高

的本土企业,其中本土研发企业中的科创板挂牌企业数据来源于“上海市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研发企业1000强数据来自于世界

银行数据库,民营企业100 强数据来源于上海企业家联合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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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在沪外资企业研发中心 

1.2 研究方法 

(1)核密度估计。核密度估计 KernelDensityEstimation(KDE)是在概率论中用来估计未知的密度函数,属于非参数检验方法

之一。核密度估计法主要用于计算要素在其周围领域中的密度[18],可以反映上海市外资研发中心在空间上的分散和集聚特征。因

此本文利用 ArcGIS10.2的核密度估计工具对上海市外资企业研发中心的分布密度计算。概率统计中,核密度估计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 为核密度估计值;k(φ)为核函数;h>0,为一个平滑参数,称为带宽,是核密度估计的搜索半径;n 为样本

量;x-xi为估计值点到样本点 xi的距离。 

(2)空间相关性。空间自相关分析可以测度某一空间邻近单元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在空间相互作用和扩散作用的共同影响下

地理数据之间会产生一定的联系[19]。本文使用全局空间自相关(Moran′sI 指数)作为度量空间相关性的指标,以便进一步分析外

资企业研发中心在各空间单元内的分布是否存在自相关性。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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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式中:n为研究区域内邮区数;xi和xj分别表示i地和j地的外资研发中心数量; 是邮区平均外资研发中心数量;wij是 i地

和j地的空间权重(如果i地与j地相邻,wij=1;如果 i地与j地相邻,wij=0)全局指数I介于[-1,1]之间,当 I∈(0,1],即研究对象

在空间上呈现正相关,且 I越大表示相关性越高。 

(3)修正 EG指数。EG指数是由 Ellison等在 1994年共同开发的产业集聚模型,从企业空间临近的溢出效应出发,用来描述不

同产业的空间集中度。相较于常用的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EG 指数通过同时引入空间基尼系数和赫芬达尔指数两项指标,以消除

传统计算产业集聚公式中因忽略产业内企业规模分布带来的误差[21]。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xj表示区域j在总制造业就业中的份额;sj表示区域j在该行业中的就业份额;GE则表示总体集聚程度,反映某行业相对

于总制造业地理分布的偏离程度。在此基础上,得出 EG指数的估计公式: 

 

式中: 为 EG指数;HE为产业的赫芬达尔指数,反映了产业的绝对集中程度。 

考虑到每个企业的就业数据难以获得,2007年 Paulo Guimaraes 等提出了修正后的 EG指数,使用企业数量代替原公式中企业

就业份额的数据[22]。GC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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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j是 j地区某一产业的企业数量;n为所有地区该特定产业的企业总数。因此推导出修正后的 EG指数为: 

 

本文将使用修正后的 EG 指数计算上海市不同行业的外资研发中心的集聚程度。修正后的 EG 指数可分为四个区间:γ<0,表

示该行业未出现集聚;0<γ<0.02,表明该行业低水平集聚;0.02<γ<0.05,表示该行业中等集聚;γ>0.05,表明该行业在空间上集

聚程度高。 

2 在沪外资研发中心的时空演化格局 

2.1 研发活动的时间演化特征 

2.1.1““非线性,不平稳”波动发展 

综合时间序列分析发现,1979—2016 年外资企业在沪研发中心总体趋势呈现出“非线性,不平稳”的波动态势。具体可分为

三个发展阶段:(1)试探进入期,1994 年为界,前期主要是小幅低位波动,进入上海的外资企业研发中心数量较少。这一时期,上海

对外的经济合作刚起步,引进外资的规模、形式、投资方向及投资环境等方面均未成熟[24],因此对外资企业研发中心的吸引较低。

(2)快速集聚期,1994—2007 年在沪外资企业研发中心的数量迅速上升。一方面是因为政府不断优化上海的投资环境,研发环境越

来越好;另一方面,1990 年代后,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在发展中国家加速布局,亚洲成为最为活跃的接受地[25]。(3)下滑调整

期,2008 后在沪外资企业研发中心数量明显下降,表明 2008 年是外资企业在沪布局研发活动的“拐点”。外部因素是因 2008 年

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格局发生变化,对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投资骤减
[25]
;内部因素是上海政府调整对

外资企业研发机构支持政策,控制资助方向和力度[27]。另外,根据长期演化趋势预测,未来上海对于外资企业研发中心仍然具有一

定的吸引力。 

2.1.2 集聚趋势持续发育 

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发现,外资企业的研发活动在空间上不断形成集聚格局,早期进入的外资研发活动有利于吸引后面进入

的外资企业也将研发活动布局于此。以邮区为单元,测算出外资企业研发中心的 Moran′sI 值,在 99%的置信水平下,z 得分大于

2.58,Moran 指数为正,表明外资研发活动在空间上整体上呈现正的相关性,倾向于因为某些相似的属性而集聚在部分地区。若从

时间演化的趋势上看,外资企业的研发活动呈现出从离散到集聚的过程,由于 1994 年以前外资研发中心的数量较少(共 22家),因

此空间上没有显著的集聚趋势;到 2008 年之前,外资企业研发中心的数量激增(总数达 250 家),此时计算的莫兰指数 p 值在 95%

的置信水平下为正值,表明空间上出现显著的正相关;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外资企业研发中心进入上海的速度连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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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间上的相关性也略有降低。以上数据表明,在沪外资企业研发中心集聚趋势明显,但超出一定程度后会出现向外扩散,寻找新

的集聚点的趋势。 

 

图 2外资企业研发中心增长趋势 

2.1.3 研发中心行业多样性增加 

基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并结合在沪外资企业研发中心实际情况,本文

将外资企业研发中心所属行业概括为四大类:一般制造业,高技术产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

结果表明(图 3):(1)高技术产业的研发活动在上海布局较早,后期所占比重略有下降;(2)一般制造业的研发中心在沪发展稳

定;(3)服务业研发活动在 1993 年后开始进入上海,研发比例不断上升。因此,从长期趋势看,在沪外资研发活动多样性增加。 

2.2 研发活动的空间演化特征 

2.2.1 由由张张江江、漕河泾主导的双核格局逐渐清晰 

根据核密度分析结果,在沪外资研发中心并非均匀分布,而是呈现出双核、多中心的空间集聚特征(图 4)。以张江、漕河泾为

核心,外资企业的研发活动分别形成两个等级较高的核心集聚区;同时,依托上海市各级开发区又形成了多个等级的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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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各行业的外资企业研发中心增长趋势 

 

图 4不同时间在沪外资企业 R&D空间分布格局(1993、2008、2016 年) 

主要呈现出三方面特征:(1)核心集聚区成长迅速,经过近 40 年的发展,在沪外资企业研发中心发育形成两大核心集聚区:以

张江高科技园区为核心向外扩散至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浦东康桥工业开发区,形成一个大型外资企业研发活动密集

片区;以漕河泾开发区为中心,在闵行、长宁和徐汇区交界地带形成次一级集聚区。(2)多中心布局明显,闵行区内的研发中心聚

集区最多,松江区和嘉定区内的集聚点生长较快。(3)新的集聚点不断涌现,主要分布于城市外环线以外。如,2008 年以后在浦江

高科技园和上海国际赛车场附近形成新的集聚区。 

2.2.2 倒 U型圈层结构开始形成 

图 5 表示各邮区中心距离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越远,外资企业研发中心数量的分布特征。通过简单的拟合函数,可以看出

外资企业的研发活动在空间上形成倒 U型圈层结构,即,随着与市中心距离增加,外资企业研发中心的数量先增加后减少。若将上

海市划分成核心城区(静安、黄浦),核心外围城区(长宁、普陀、杨浦、徐汇、虹口),近郊区(浦东新区、闵行、宝山、嘉定)和

远郊区(青浦、松江、奉贤、金山、崇明)4个城市圈层[28],则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研发中心在近郊区分布最多(占比73.97%),核

心外围区次之(占比 15.33%),而核心城区和远郊区则集聚规模较小(分别占比 2.68%,7.79%)。即随着距市中心距离的增加,外资

企业研发活动强度先增加后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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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研发行业集聚水平远高于制造业 

集聚和扩散作用力同时作用于各外资企业研发中心,但是对于不同行业的作用力略有不同。本文使用 EG 指数通过控制企业

规模分布,进一步考察在沪外资研发中心涉及行业在空间上的集聚的程度。结果显示出以下两种特征:(1)多数行业的研发中心集

聚水平高。可以看出,目前在所涉及的行业中,超过一半(83.33%)在空间上发生集聚。另外,表中某些行业的研发中心较为分散,

可能与该行业的发展阶段有关。截至 2017 年底,部分行业的研发中心仅有 1～2家,仍处于地理集聚的早期阶段。(2)远高于制造

业企业集中度。将上海的制造业外资研发实验与制造业企业进行空间集中度的比较,有 8个行业研发中心(61%)的 EG 指数大于同

一行业的制造业企业,相比于制造业研发活动可以集聚更多的企业和就业人数,高技术创新集群更加重视创新单元间的互动合作

和知识交流,尤其是隐性知识的溢出和获取。因此,在沪外资企业的研发活动在大部分行业呈现出空间集聚的特征,且对于大多数

行业来说,研发中心比制造业的就业规模更加集中。 

 

图 5外资企业研发中心距离分布图 

3 外资企业研发中心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 

3.1 指标选取 

企业在城市内部的区位选择受到多种因素制约,当前学界认为微观尺度下企业分布的影响机制主要为交通通达性、地租、制

度、集聚效应
[18,28]

。考虑到研发型企业与传统企业略有不同,前者更加强调对知识和信息的获取,东道国创新机构的空间分布也可

能成为外资企业布局研发中心的考虑因素。因此,假设外资企业研发中心布局受到区位、制度及已有的研发中心影响。 

具体因素解释如下:为测度外资研发中心对市内交通通达性的依赖程度,使用道路密度作为衡量指标。根据道路(road)加权

核密度分析方法,为上海主干道和一、二、三级公路赋予不同权重,计算每个邮区内的道路加权密度。同时,外资研发中心与国内

及全球其他地区的交通便捷程度依据各邮区到上海市所有火车站(rail)和机场(airport)的最短距离测度。地租(rent)使用的是

《上海市 2013年基准地价更新成果》中研发总部的地价分级,按照分级指标,共分为 9级,级数越高地价越低,以此计算外资研发

中心对于地价的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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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地理邻近性是促进技术和创新扩散的重要因素[9],考察外资企业研发中心与本土创新机构是否具有

地理邻近性可以反映其对研发中心分布的影响。因此上海市 985/211 高校及普通高校与外资企业最短距离(dis＿985211、dis＿

college),以及各邮区上海市本土研发企业数(corporation)和各邮区内科研院所的数量(r&d＿n)作为特殊区位因素,以测量外

资研发中心空间上是否与本土创新机构更接近。 

上海作为第一批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国家级开发区及市级开发区凭借其优越的制度条件为外商投资提供了非常完备的基

础设施和营商环境。因此将国家级开发区(darea＿n)和市级开发区(darea＿c)作为可能吸引外资研发中心的因素之一,测算外资

研发中心是否更倾向分布于开发区以及不同等级的开发区的吸引力是否相同。 

最后,为了探讨外资企业进入东道国的集聚过程是否有路径依赖效应,在做回归分析时,根据上文总结的外资研发中心时间

演化特征,将企业样本分为1994年以前,1994—2007年,2008—2016 年 3个时间段。本文分别在 2016 和 2007年企业样本中引入

早前已进入的外资企业,以各邮区缓冲区 2.5km[36]的缓冲半径内落入的数量为准(agg＿94,agg＿08)。基于以上,本文假设外资企

业研发中心的空间分布受到一般区位因素、特殊区位因素、制度因素和集聚因素 4个变量的共同影响。 

3.2 模型构建 

泊松回归和负二项回归模型常用于解释变量为非负整数的离散现象[29],本文以邮区内外资研发中心数量为研究对象,属于计

数变量,且研发企业非均匀分布在各邮区,因此适用于此类模型。但是泊松回归的使用必须满足因变量的条件均值和条件方差相

等,本文的样本数据方差较大,与均值差距较大,因此适合使用负二项回归的模型: 

 

式中:K=0 表示离散参数;λi是 Yi的估计参数;Yi服从泊松回归: 

 

3.3 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逐步回归的分析方法消除多重共线性影响。负二项回归的结果,第 1列为全体外资研发中心样本,第 2～4列将样本

划分为 3个时间段分别考察,第 5～8列从行业角度选取集聚度较高的研发行业作为样本。 

3.3.1 外资企业研发中心分布的影响因素 

一般区位因素对城市内部外资研发中心分布的影响较小,机场对外资研发中心的吸引力很强,市区内部的交通便捷度及地租

高低的影响力弱。整体上,代表市内交通通达性的道路密度变量在全部样本中未被引入,说明市内交通的便捷程度并非外资企业

研发中心选址考虑的因素。类似的,火车站站点与各邮区的距离在全部样本中也未被引入,而与机场的距离在此模型中呈现出显

著的负相关,说明距离机场越近,外资企业研发中心分布数量越多。由此可以看出,在对外交通的区位因素中,机场对外资研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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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吸引力很强,相比之下,作为国内客流集散中心的火车站对其作用不占主要地位。进一步验证了外资企业在东道国设立的研

发机构一般为分支机构,与总部或者位于其他国家的研发机构联系的需求高于与东道国内部的联系。地租作为另一个传统资源禀

赋在模型中也未被引入,若是去掉对开发区的考虑,地租的影响才会呈现出微弱的负相关性。说明,地租对于外资企业的影响并不

显著。 

特殊区位因素中,重点高校对外资企业研发中心分布具有显著作用。到 985、211 高校的距离在模型中显示出显著负相关性,

一般高等院校虽被引入模型,但是呈现显著正相关,这说明了外资企业的研发活动更多地集聚在重点高校附近。而表征本土创新

机构的指标中,本土科研院所和本土研发企业两个变量均未被引入模型,表明外资研发中心与本土研发机构在空间分布整体上并

不密切。实地调研中发现,外资企业与重点高校一直保持密切的合作,利用其优质的研发人力资源和先进的实验设备,并跟踪大学

基础应用研究的发展方向,以面对频繁技术变革、市场需求变化。访谈中,谈及专利保护及市场竞争问题,部分外资企业表达了与

本土研发企业合作的顾虑。因此在和本土研发机构的合作上,可以看出外资企业研发活动整体上更倾向于和重点高校保持密切交

流。 

制度因素是影响外资企业研发中心分布的重要因素。不论是国家级开发区还是市级开发区在模型中都是显著的,表现出与研

发中心空间分布的正相关,且国家级开发区的正相关值更高。这说明开发区作为政府吸引外资企业重要媒介确实发挥了重要作

用。国家开发区以其开放时间早,税收优惠政策力度大,基础设施完备优质成为吸引外资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首选之地。调研中

也发现,为了准确定位东道国市场,外资企业的研发活动需要深入了解东道国政策走向,与政府保持必要沟通。因此开发区为外资

企业研发活动提供了与政府沟通联系的有效桥梁。例如实地访谈中 D企业研发中心位于张江高科技园区,其定期会向园区政府汇

报研发活动,并展示下一阶段企业发展目标如何与政府五年计划或其他相关政策相配合,以获得额外的信息和优惠。 

3.3.2 分阶段外资研发企业研发中心分布的影响因素 

随着时间的推移,机场是一般区位因素中唯一对研发中心产生显著作用的;一般区位因素中,重点高校的吸引力逐渐增强,其

他本土创新机构始终未对外资研发中心有正向吸引;制度因素的作用力逐渐下降,但从未消失;外资企业研发中心的集聚效应对

研发中心区位选择的影响力渐弱。 

1994 年以前,一般区位因素的道路密度首次引入模型,为负相关,即道路密度越大,分布的研发企业数量越少。结合实际情况

可知,最初设立外资企业研发中心大多位于浦东新区,与道路密度较高的老城区相比、浦东新区的交通通达性较低,进一步说明,

外资企业在选址进行研发活动时,市区的交通通达性并非首要考虑因素。然而,国家级开发区一项被引入模型,显示出高度正相关,

表明面对刚刚对外开放不久的上海,第一批进入的外资企业研发中心倾向于选择国家级开发区,以降低对陌生市场环境的不确定

性和风险性。1994—2007 年,中国市场整体向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外资企业将大量研发中心设立于上海。这一阶段,除了

国家级开发区,市级开发区、高等学校和机场也在模型中呈现一定的相关性。表明,这一阶段,外资企业研发活动的选址部分开始

进入市级开发区,考虑机场的邻近性,并开始重视与实力较强的高校合作。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对众多跨国企业影响巨大,由于众

多国家的市场大幅削减,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流量也随之下降,外资企业在海外的研发活动也随企业的整体战略出现调整;以及中

国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因此外资企业研发中心进入上海的速度放缓,在选址上也出现了略微变化。这一阶段,国家开发区虽然

仍是主要影响外资研发企业的选址的因素,但是重要度较前一时期下降较多,市级开发区的影响也有小幅下降。但是与高校相关

程度却明显增加,与 985高校的空间邻近成为吸引外资企业研发中心的重要动力。 

另外,外资研发企业集聚效应早期更为显著,在 1994—2008 年外资研发企业数量迅速增长期,前一阶段进入的外资研发中心

的选址对其影响为显著正向相关;2008 年后外资企业进入的数量急剧下降的同时,新进入的外资企业研发中心与此前进入的其他

研发企业的空间分布相关性下降。以上表明,外资企业海外开展研发活动的早期阶段更愿意分布在相似生产活动的选址地;随时

间演化,由外资企业研发中心区位集聚产生的吸引效应开始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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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分行业外资企业研发中心分布影响因素 

依据上文提到的在沪集聚度较高的主要研发行业,这里分别再对生物医药、交通运输设备、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以及ICT 产

业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不同行业的研发活动对于各类要素的需求度不尽相同。 

一般区位因素中,道路密度变量在四个领域内依然未被引入,表明市区内交通便捷度对其研发活动的选址影响不大。而与火

车站的距离在交通设备制造业和生物医药企业中被引入,却是呈现微弱的正相关,即距离火车站距离越远,这类企业分布反而更

多,进一步表明了四个领域的外资研发活动和整体研发活动一致,对于同东道国内部市场交流的需求不高。另外,机场距离作为另

一衡量对外交通便捷度的变量在化学和ICT产业未被引入,可能是因为化学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方面在中国的研发能级近年在全

球领域有所上升,部分外资研发中心从依赖母公司设计的适应性改造发展到今天在中国完成全部基础性研发。例如联合利华在上

海的研发中心是联合利华全球六大研发中心之一,研发成果面向全球市场。所以这类外资企业研发活动有更强的自主性,对总部

研发中心或其他研发机构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同时,地租和道路密度变量均未被以上行业引入,说明表中涉及的外资企业研发

活动对于城市内部通达性和地价均不重视。 

特殊区位因素中的重点高校(985、211)对于它们的影响类似,都显示出负相关,其中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和交通运输设备两

个行业的研发活动相比之下更接近高校。特别的,在此前均未被引入的本土研发企业变量在生物医药和 ICT产业中均被引入且呈

现正相关,表明生物医药行业和 ICT 产业的研发活动开始注重与本土企业开展合作。这与现实调研情况也相符合,目前在沪外资

企业的研发活动与本土研发联系密切的两个领域就集中在生物医药行业以及ICT产业,尤其是以软件研发外包和生物医药研发外

包为代表的上海研发外包产业发展较好。 

制度因素中,国家级开发区在四个行业模型中均被引入且为正相关,其中 ICT 产业集聚于国家级开发区的相关性最高,说明

ICT 产业的研发活动倾向于分布在国家级开发区,例如在张江科技园区、漕河泾开发区和紫竹科技园区就集聚了大量的 ICT 产业

的研发活动。市级开发区仅在交通运输设备行业的模型中被引入,为正相关。从实际分布情况来看,交通设备制造业领域的研发

主要分布在嘉定的汽车工业园区和浦东的金桥出口加工区。嘉定拥有国内最大的汽车产业基地,集聚了交通运输产业相关产业的

300 多家企业、100多家研发机构,已基本形成了汽车全产业链。而汽车产业在浦东的金桥出口加工区也属于主导产业之一。 

4 结语和建议 

研发全球化对城市创新格局的塑造力量不容忽视,处于核心地位的研发总部对海外研发活动进行严格控制与协调,实现对各

地区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利用。因此,本文基于 1987—2016年在沪外资企业研发中心,研究外资企业研发活动在城市内部的时

空演化格局和区位选择机制。实证研究表明,外资企业研发中心向上海集聚的过程经历了试探进入、快速集聚和下滑调整三大阶

段;服务业外资研发中心的比例增加;由于区位条件的差异,外资企业研发中心在上海分布不均,主要集聚在中心外围区和近郊区,

并形成以张江、漕河泾为核心的成熟集聚区;相比于传统制造业企业,研发型企业的集聚程度更高。 

外资企业研发活动空间布局影响因素中,与海外联系便利的区位更能吸引外资企业的研发中心布局,东道国内部的交通成本

和土地成本不是其考虑因素;外资企业偏好在开发区及距离重点高校近的地区开展研发活动,而对于是否与其他本土创新机构具

有空间相关性并不在意;上海对外开放以来,外资企业研发中心与重点高校的空间邻近性不断增强,而各级开发区的吸引力以及

研发中心的空间集聚效应逐渐减弱;不同行业的研发活动对于区位条件的要求略有不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和 ICT 产业对机场

依赖度下降,生物医药和 ICT 产业开始重视与本土研发企业互动合作。通过以上研究发现,在沪外资企业研发中心的区位选择与

陈来卿、刘青、Frost、Song 等学者对外资研发在其他城市或地区分布特征的观察结果相一致[37,38,39,40]。即,微观尺度下,特殊区

位因素、制度因素和集聚效应对外资企业研发中心的影响作用显著,一般区位因素中的成本优势并非吸引研发企业集聚的主导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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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空间分布的关系上来看,外资企业的创新组织在上海集聚形成较为独立的创新种群,初期多依附于条件优渥的开发

区内,重视与东道国重点高校的空间接近,却和本土研发机构的空间关联度低。当然,地理邻近性并非创新互动的充分必要条件,

下一步研究需要从城市层面各创新单元的创新要素流动、创新合作等方面进一步探讨外资企业在上海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地位。 

目前,针对中国经济新的发展趋势跨国公司开始调整研发中心的在华战略,上海作为外资企业研发活动强度较大的城市所受

影响明显。因此,为进一步促进外资企业研发中心融入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支持外资研发机构与本土创新

机构合作,例如,鼓励外资研发机构与本土科研单位和企业共建实验室;参与建设研发转化平台、专业孵化器等。(2)推动中外创

新研发人员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合作交流,例如,定期举办学术沙龙、创新论坛等活动吸引中外研发机构参与;另外通过人才优惠政

策,将外资企业培养的优秀创新人才吸纳到本土创新组织中。(3)鼓励外资研发中心参与上海科技创新项目,进一步开放外资企业

准入行业的限制,例如,对与本土企业、研发机构或高校合作的科技项目优先支持。(4)政府要重视为本土企业打造良好创新环境,

在科创中心建设过程中,外资企业研发中心虽然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培育本土创新引擎企业才是提升城市创新水平的首要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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